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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基督教传入中国可分四 

个时期：第一次在唐代 ，传人的叫景教；第二次在元 

代，传人的称也里可温教；第三次在明末清初，传人的 

是罗马教(即天主教)；第四次在清朝中后期，传人的为 

复元新教(即耶稣教)。新教的传播对中国影响最大。 

本文将第一、二次划归古代，第三、四次划归近代 。将 

第三、四次划在一起。不仅因为它们的传 人与资本主义 

的蓬勃发展息息相关。还因为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的 

传播基本上是一个连续体，唯雍正期间有一短暂间隔。 

《圣经》的汉译，历史悠久，版本众多，曾对汉语，特别 

是早期现代汉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二．古代的<圣经=}汉译 

《圣经》汉译可追溯到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始传于中国时。景教， 

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此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就传 

布到波斯。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波斯景教 

传教士阿罗本(Rabban Olop~n)于 635年携带经本五百 

三十部(原文系梵文)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优渥礼 

遇”，有“翻经书殿，道问禁闱”的盛事。阿罗本译出“旧 

法”(即<旧约》)、“真经”(即<新约》)共27部。景教在 

唐传播迅速，曾达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兴旺 

(朱谦之 1993：10)。约十年后。当时的景教领袖、波斯 

来华传教士景净，在中国文人的协助下译出叙利亚文 

<尊经》三十二部(参看马祖毅2001：143)。<尊经》即当 

今《圣经》之旧称，但其内容有别于<圣经》，因为<尊经》 

中有许多摩尼教(Manuhaeism)的经典。《尊经》中主要 

的《圣经》内容大致对应如下： 

《旧约·诗篇>— 《天宝藏经》； 

《大卫王诗篇>—__《多惠圣王经>； 

《福音书>— 《阿思瞿利容经>； 

《旧约·创世纪>-— 《浑元经>； 

《新约·使徒行传>— 《传化经>； 

《新约·保罗书信>-— 《宝咱法王经>； 

《旧约·出埃及记)H_——《牟世法王经>； 

《启示录>— 《启真经>； 

其它记述耶稣神迹的经书<弥施诃自在天地经》，记述 

施洗约翰事迹的经书<报信法王经》等多部汉译经书， 

因其篇目、内容与《圣经》相关章节有些出入，我们暂不 

能把它们与<圣经》匹配。阿罗本与景净的译文，后人 

统称为“景教本”。 

景净最初的<圣经》翻译，深受阿罗本译文的影响， 

音译意译夹杂，“文字造句多有艰涩难解之处”(赵璧础 

1998：35)。后来他意识到这于传教不利，便很用意于 

文辞的润饰，且很注意结合当时中国的传统与文化。 

这样，后来的汉译虽“通达”了不少，可因深受唐代盛行 

的佛教、道教影响，使得大量佛、道词汇进入其问(参见 

杨森富 1977)。如： 

教——译为道、天尊法、天尊戒； 

圣经——译为真经、尊经； 

天使——译为诸佛； 

救世主——译为世尊、景尊、大师、景通法王 

再看一段<天宝藏经》(即<旧约·诗篇》)中称诵耶稣的 

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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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大圣慈父阿罗诃，皎皎玉容如 日月，巍巍功德超凡圣。 

德音妙义若金铎，法慈广被亿万生。⋯⋯ 圣众神威超法 

海，使我礼拜心安诚 ，一切善众齐普奉，同归大法垂天轮。 

这段经文因采用了大量佛教词汇，如，“功德”、“法 

慈”、“法海”、“大法”、“善众”等，几与佛教经文无异。 

而且，其外在形式采用了唐代盛行的“七言体”，已变得 

十分本土化。 

三．对古汉语的影响 

阿罗本的译文及景净最初的译文流传不广。而景 

净后来的译文，如上例所示，无论在词汇上 ，还是在句 

法 、文体上都尽量归化，因而“景教本”对古汉语的影响 

微乎其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寻出些踪迹来 ：它 

给古汉语带来了一些新词汇，如，“救赎”，“礼拜”，“移 

鼠”、“夷数”、“翳数”(即耶稣)等，也给原有的词汇注入 

了新内容，如“灵”、“灵魂”。在《圣经》中，上帝(或耶 

稣)是“灵魂”的“父亲”、“老师”、“主”甚至“丈夫”(见 

《旧约·以赛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灵魂”是飘逸 

的，没有导师。另外，“约”或“盟约”一词也被注入了新 

内容 ，华夏文化中的“盟约”(其中虽也含有一些宗教成 

分，如，歃血或请某位神作证)是人与人：艺间的誓约；而 

《圣经》中的“盟约”是人与神(上帝)之问的契约，盟主 

是上帝，人是守约者。 

“景教本”还给古汉语带来了新的文学意象和创作 

素材。这可从当时人的作品中管窥一：二。如李白《上 

云乐》一诗，据近人研究，其中所咏，便含景教教义。原 

诗很长，不便尽录，现引数句，以资佐证： 

⋯ ⋯

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文康之老亲。抚顶弄盘古 ， 

推车转天轮。云见日月初生时，铸冶火精与水银，阳乌未出 

谷，顾兔半藏身。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 

诗中所谓“大道”、“元气”，便是景教的“上帝”，而“抚顶 

弄盘古”以下十二句，则为基督教(景教 )的创世说和中 

国创世神话的有机结合，全诗中西合璧，水乳交融，既 

有景教的异国情趣，又有中国的本土色彩。 

景教在唐流行 200多年后，至武宗灭佛时遭到禁 

绝。元代 时，基督教 (当时称也里可温教，英文写作 

Arkaun，Arcoun，Arkaiun或 Erkeun，蒙古语的意思是 

“福音教”)曾再度传到中国，可因元朝的速灭而随之消 

亡，因而在《圣经》汉译方面几乎没 留下什么史料。直 

到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勃兴，基督教亦随之向东 

方扩展。 

四．近代的《圣经》汉译 

跟当初(东汉)佛经开始译入汉土时相似，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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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17世纪初开始的天主教著作(其中一部分是《圣经》 

的内容)的汉译，也是由传教士口译或初译，再由中国 

文人笔受或润饰，因而只能“会撮要略，粗达言义 ⋯⋯ 

虽不至陨越经旨，然未敢云译经也”(见意大利传教士 

艾儒略在 1642年译述 出版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之 

《万日略经说》)。这种状况一直到法国天主教传教士 

冯秉正等人翻译并于 1733年出版《盛世刍荛》时才有 

较大改变。这部译著被人誉为“俗而雅，浅而显，说理 

畅达之好书”，因为他们在“粗达言义”的基础上注意了 

“兼通雅俗”，并运用了不少“俗语常言”。“只须一位识 

字之亲友，看书朗诵，又与讲道无异。正所谓书中有 

舌，如获面谈也”(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 

要》)。这说明从很早开始，基督教著作的汉译就有 了 

白话文的倾向。这些译文和译论为后来的《圣经》汉译 

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贺清泰 1770 

年来华时，便清醒地意识到《圣经》读者有两种：一种是 

为求道理的，不管译得雅或俗或艰涩，都会认真去读； 

另一种是为解闷、猎奇或要欣赏译文文采的；这些人， 

如果译文不能迎合他们，便不会去读。但他认为《圣 

经》是“天主”教千万“愚蒙之人”学道理、行道理的书， 

译者只能“合对文本，全由不得人或添或减 ，或改说 

法”。晚年他全力翻译《圣经》，共译出 42卷，仍未译 

全。贺清泰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明白类似冯秉 

正的“兼通雅俗”的译文可以“悦人”，另一方面对上帝 

旨意的敬畏 (基督徒认 为《圣经》记录的是上帝 的话 

语)，使他不敢“妄为”，因而他的译文还是有些晦涩。 

为弥补译文的不足，他在翻译中以小字形式添加了不 

少补充文字与注释，以便一般人能看懂(参看马祖毅 

2001：51)。 

天主教传教士的《圣经》翻译工作时间虽长，但成 

果“只是零星部分而已”(参看林治平 1998：30)。尽管 

如此，这些成果给后来划时代的马礼逊(Robert Morri— 

son)的翻译“提供了重要参考”(同上)。 

马礼逊，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是第一个来中国 

传播基督教新教(耶稣教)的传教士。他于嘉庆十二年 

(公元 1807年)来到中国。翻译《圣经》前，他仔细参阅 

了以前的译文、译论，不仅认真琢磨了专用名词，如 

God、Jesus Christ等的翻译(详见许牧世 1983)，还认真 

考虑了译文的文体问题 ：用通俗的白话文，还是典雅的 

古体文?后来 ，他还给伦敦布道会写过一个报告 ，陈述 

他此时关于文体选择的困扰和专名翻译的踌躇。斟酌 

再三，最后决定用白话文。他勤奋用功，1814年，《圣经 
·新约》翻译完毕，译稿很快由米怜(willi锄 Milne)和梁 

发刻印发行。紧接着，他在米怜的协助下开始翻译《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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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旧约》，并于 1819年译完。1823年，他们将《旧约》、 

《新约》编成二十一卷，合在一起出版，名为《神天圣 

书》。至此，第一个完整的《圣经》汉译本终于在中国发 

行0。同一年，另一传教士马士曼的《圣经》节译本出版 

发行。在马礼逊翻译《圣经》的同时，麦都思(w．H． 

Medhurst)、裨治文(E．C．Bridg~ an)、卫三畏(~nuel 

wd1S wiUiams)等在华传教士也在编译或节译《圣经》， 

但因其内容不完整、文体不浅易，在后来的马礼逊译本 

流行后，大都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惟有麦都思主译、 

王韬助译的《圣经》)选译本，因文笔华丽流畅，还流行 

了一段时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840年印行的郭士立(K．F． 

A．Gutzlaff)的《圣经》全译本。这个译本在《圣经》汉译 

史上十分重要，因为 1)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自始至终 

采用 的是这 个译本 (Boardman 1952：143；Broomhall 

1934：74)；2)郭士立凭此译本(及其 1855年的“修改 

本”)在内地传教，成效显著，成为“把传教事业发展得 

最具规模的”西方传教士(张佩瑶 2000：299)。但郭译 

的文字水平逊于马礼逊译本，因而后来各教会共举马 

译为最佳 ，并决定由马礼逊、郭士立、麦都思、裨治文主 

译，参照其它译本，全面修订马礼逊译本。1855年马礼 

逊修订本刊行。修订后的马译通顺达意 ，“在用词上力 

求本色化”(李志刚 1998：169)，因而雅俗共赏，很受欢 

迎，很快奠定它“中国第一”的地位。此后．马礼逊的译 

本“一直是新教各教会从事《圣经》翻译工作的蓝本，虽 

经多次修改 ，但其框架始终未变”(王继武 2001t130)。 

他翻译的专用名词也大都流行至今。 j狄考文 (C． 

W．Mateer)和王宣忱 在马译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完善 

的《官话和合本圣经》(俗称“和合本”，或“和合本圣 

经”，或“圣经和合本”)，于 1906年完成，先油印在小范 

围内试用，1919年正式出版。“和合本”选词较偏向于 

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文体更加通俗平易，几近口语。 

这个权威译本是在以往所有译本的经验教训上发展成 

熟的，因而实际上是无数中西学者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是“经过创造、反复实验，并适于对外开放的新文化译 

本”(任东升2002)。它实际上成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 

催化剂和新文学运动的开路先锋(详见下文第五节)。 

正如郭沫若所总结的： 

合译一本，基督教徒运用得最为敏活，一部《新旧约 

全书》不知道有多少译本，单是我们中国所有的有文 

言、有官话、有甬白、有苏白、更有注音字母的。他们 

广来翻译，惟恐春不普及 ，惟恐一般人难以接近。基 

督教之所以能传遍世界，这种通俗化的办法实在是 

最有力的因素。(郭沫若 1986：56) 

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最权威的译本，也是流传最 

广、最容易得到的译本。 

五．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近世基督教《圣经》的官话翻译，增富了我们的语 

言”(朱自清 1999：69)。的确，白话《圣经》的流行给现 

代汉语带来了大量的新语汇(词、典故、短语等)，常用 

的词语如： 

天堂 地狱 天使 乐 园 禁果 祈祷 礼拜 圣诞 忏 

悔 原罪 蒙恩 洗礼 选民 堕落 救赎 先知 福音 复活 

撒旦 上帝 圣母 亚当 夏娃 摩西 圣经 

伊甸园 十字架 创始纪 象牙塔 巴别塔 双刃剑 

眼中刺 替罪羊 所罗门 基督教 

挪亚方舟 三位一体 犹大之吻 以眼还眼 

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审判 旧瓶装新酒 一报还一 

报 不劳者不得食 披着羊皮的狼 

这些词语都收进了《现代汉语词典》或《辞海》，并 

为我们所常用，已成为现代汉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另外，很多《圣经》短语虽未收进《现代汉语词典》或《辞 

海》，但长期以来广为现代作家、学者使用(参见马佳 

2000)。由“马太福音”的引用和影响可以管窥豹： 

1．骆驼穿过针眼 (“马太福音”第 9章 24节。陈独 

秀论文《基督教与中国人>；郁达夫短篇小说《南 

迁》；萧乾《萧乾文学回忆录>；苏雪林散文《我所 

见于诗人朱湘者>) 

2．迷途的羊羔 (“马太福音”第 18章 10—14节。郁 

达夫短篇小说《迷羊>；萧乾小说《参商>；冰心散 

文《一个不重要的军人>；陈梦家诗《秋旅>；张资 

平小说《青年的爱>、《苔莉>第32章；北村小说《孙 

权的故事>、《玛卓的爱情>；余纯顺散文《走出阿 

里>；李晓小说《最后的晚餐>) 

3．打了左脸还要伸去右脸 (“马太福音”第5章 38— 

42节。陈独秀论文《基督教与中国人>；萧乾小说 

《参商>；王蒙小说《十字架上>第3部分；张资平小 

说《上帝的儿女们>第22章；陈鼓应论文《耶稣新 

画像>；方舟散文《我所认识的钱钟书>) 

4．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 (“马太福音”第7章1 

节。茅盾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第6章结尾处； 

北村小说《张生的婚姻>结尾处) 

《圣经》不仅“增富了”汉语的语汇，还对汉语文学 

语言的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中文《圣经》译本对 

我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黄心川 1988：330)。 

早在新文学运动开始之初，有人攻击“白话是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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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鲁迅就 回答“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鲁迅 

1992：89)。周作人后来也回忆说： 

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 

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 

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 

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化的前途有极 

深的关系。(周作人 1989：45) 

沈从文坦言，他初学写作 时主要靠 白话《圣经》。 

在反复阅读中，他“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 

叙情的基本知识”，并“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 

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1981：135)。事实上，沈自然淡 

雅的行文风格也“深受马太福音体的影响”(同上)。 

朱自清十分欣赏《圣经》中的诗歌的白话译文，他 

认为白话版“《旧约》的‘雅歌’尤其是美妙的诗”(朱自 

清 1999：69)。周作人也盛赞“雅歌”，认为它充满了田 

园气息。基督徒用“官话”、“土话”翻译《圣经》，主观上 

是为了传教方便，可客观上一方面对汉语白话文的流 

行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明显带动了五 

四以后西方文学的白话翻译 ，促进 了白话新诗的形成 

与发展。而且，几乎所有的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学理论 

家，如鲁迅、郭沫若、徐志摩、巴金、老舍、茅盾、周作人、 

沈从文、郁达夫、林语堂、郑振铎、许地山、王统照、田 

汉、成仿吾、冰心、闻一多、曹禺、萧乾等，都在自己的著 

作中引用或套用过《圣经》的语言，评述或介绍过《圣 

经》的内容或有关文学。其中郭沫若、巴金、徐志摩、林 

语堂、周作人、郁达夫、许地山、曹禺、萧乾等多次在文 

章中表示，自己在思想意识上或文学的语言观上曾受 

过或正受着《圣经》和圣经文学的牵引(详见粱工2001： 

403—432)。郭沫若(1947)认为白话《圣经》对现代汉语 

的影响几可与佛经翻译对古汉语的影响比肩： 

我知道翻译工作决不是轻松的事体 ，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 

国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让我们想 

到佛经的翻译对于隋唐以来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 

响吧，更让我们想到《新旧约全书》和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 

翻译对于现行的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 

“近代翻译对汉语的影响主要源 自直译”(王克非 

2002)。作为白话文先锋和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译 

作之一的《官话和合本圣经》是比较典型、比较成功的 

直译本。我们仅看一例(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Placemelike a seal over your heart，like a seal On your arm； 

for love is aS strong aS de~th．its jealousy unyielding aS the 

glove．It burns like blazing fire，like a mighty fls_rne．Many 

waters cs／lx-~t quenchlove；rivers cannotwashit away．If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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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to give all the wealth of his house for love，it would be 

utterly scorned．(Chap．8 of”Song of song s”from New Inter． 

national Version) 

1．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 ，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 

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 

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 

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 

被藐视。(《官话和合本圣经》“雅歌”第八章 6—7节) 

2．把我镌刻在心上作符信，火欣焯在臂上当烙印，爱情顽强 

好比催命符，欲火难制活象幽壤刃。煌煌是雷鞭，上帝的 

烈焰。爱情，众水灭不了，洪流冲不散。有谁想用全家的 

财产去换取爱情，一定遭受讥笑与厌贱。(王福民译) 

3．置余尔心头，铭镂作 印志。或在腕臂间，锩刻成戳记。 

爱情强固死亡境，嫉恨凶残阴府地。厥焰是雷鞭，无上 

热且炽。众水淹之不熄灭，洪流冲之益纵恣。倾家以求 

之，必为所厌弃。(王福民译) 

“雅歌”本为诗歌(为节约篇幅，上例没按诗歌体排列)， 

是非常文学化的东西。按理 ，直译是很困难、甚至不可 

能的，可“和合本”还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它几乎 

字字句句与原文相对应，但并不生涩突兀。相反，它总 

的来说清新自然，也很有文学味，虽然其中“爱情如死 

之坚强”(1ove is as strong as death)一语因“直”而显得有 

些生硬。但这种生硬正好反映了“和合本”强烈的直译 

倾向。直译的好处是使“汉语受到的影响就不止于词 

汇层面，而波及句法层面”(王克非 2o02)。在“和合本” 

上例中至少有两个句法现象有明显的“现代”倾向： 

1)把状语移到谓语前(“如死⋯⋯，如阴间⋯⋯”)。 

注意：古汉语的状语一般在谓语之后，如，“弃之如弊 

履”等。“和合本”中“⋯⋯ 如印记，⋯⋯如戳记”的句 

式是古汉语的常规句式； 

2)“被⋯⋯”被动句(“被藐视”)。古汉语虽有“被 

⋯ ⋯ ”被动句式，但十分少见(参看王克非2002)。这里 

“被⋯⋯”，按当时的行文习惯，很可能是“遭⋯⋯”，或 
“

⋯ ⋯ 为⋯⋯所⋯⋯”(如译文 2和 3)。“和合本”如上 

取舍，其用意和作用都非常明显。 

王福民的“白话”、“五古”两个译文作于 1948年 

(远迟于“和合本”)，有明显的意译倾向(其中译文 3更 

甚)，可视为中国学者兼翻译家在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 

运动后为《圣经》汉译的文学化、本土化所作的新的尝 

试。译文2中的“催命符”、“幽壤刃”、“雷鞭”是中国本 

土化的东西；译文 3是拟古之作，是译者试图在语言风 

格上仿拟原作(原文是希伯莱古文)的古韵；其形式 

(“五古”)和用词(“阴府”，“雷鞭”等)都非常归化。 

总之，近代的《圣经》汉译，特别是<官话和合本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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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骁华 《圣经》汉译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经》，对汉语词汇和句法都产生了影响。更重要的是， 

它影响了五四前后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作家(有些兼 

翻译家)——正是他们的大量 白话文创作和翻译奠定 

了现代汉语的基础，完成了汉语语言的现代转型。 

注 释 

1．基督教第一次传人中国的年代，学术界尚有多种说法：一说 

在公元 1世纪(据叙利亚文的<圣务 日课》)；一说在公元 3 

世纪的西晋或北魏时(据古罗马和中国的个别史料记载)； 

一 说在公元 5—6世纪的隋代(据<翟突裟墓志》)，等等。一 

般认为这些说法证据不足，难以服人。较为可信的是根据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的唐贞观九年(公元 635年)的 

景教人唐。 

2．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近代”含义有二：1)过去距 

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 十九世纪中叶 

到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l，起始于十四、 

十五世纪)。本文“近代”用第二个含义。 

3．值得一提的是，马礼逊在译完<圣经》后，接着『虫立编纂完成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英词典。这对促进汉语在海外的进 

一 步传播起了十分积极、重要的作用。 

4．“太平天国”中的“天国”二字，就是采用了郭士立《圣经》译 

本的“马太福音”中的“天国”(the Kingdom of Heaven)一词 

(Boar&nan 1952：86)。这令众多传教士及许多西方国家兴 

奋万分，以为整个中国不久便会成为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参 

看张佩瑶 2000：299)。 

5．王宣忱后来对<官话和合本圣经》有些不满，认为其有些译 

法太“直”，用词太过口语化、文学味不够，便于 1930年开始 

独立重译<新约》。该译本 1933年出版，是第一本由中国翻 

译家独立完成的<新约》(参看 Loh I-ii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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